
　 　 编者按：居今之世，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正日益成为东西方共同的思想资源，而中国哲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研究亦日渐成为全世界的共业。值此之际，一方面，在中国治中国哲学者，不得不超出中国、
超出汉语的界线，不得不克服由所谓母语优势、本土文化优势所带来的傲慢；另一方面，在西方治中国哲学者，亦

不得不反思近现代以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在汉籍翻译与研究中的积淀，不得不重返作为源头的汉语原典，重

视中国当代学人的阐发与研究。在此东西交流的新态势之下，中国哲学（包括古代经典、近代经典及当代学人的

重要研究成果）之外译（首先是英译）突显为重要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在实践层面，如何创造高品质的外译作

品已经成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当务之急，而对此种翻译活动的自觉反思自然引发了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

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３０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１２）课
题组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哲学翻译（中译英）工作坊”。对谈稿甫就，就正于海内

外学界前辈与同仁，得到安乐哲（美国）、彭国翔、王怀聿（美国）、韩振华、林安迪（英国）、葛四友、朱姝、陈志伟等

诸位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回应，以书面的形式将相关讨论引向深入。在一定意义上，这次讨论也是践行世界性百家

争鸣的一次尝试。限于时间和篇幅，兹从上述讨论中选取四篇组成笔谈。参与书面讨论的同仁怀抱共同的心

愿，希望能引发学界对于哲学翻译和翻译哲学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讨论。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与翻译问题（笔谈）

　 　 摘　 要：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翻译和翻译哲学逐渐突显为急迫的问题。外文能力、专业知
识和母语书写能力这三个方面，是翻译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就中国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而言，不必刻

意造新词，不必追求用难词，而准确理解所译语词和文本的内涵则是根本。翻译的成功有赖于译者的精心谋

划，以在两种语言思想的间隔中建立某种沟通的媒质，哲学翻译的难点是如何在求同与立异之间有所权衡折

中。哲学翻译中的意义错失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情有可原，有时甚至不无必要。翻译的标准与理想就不只是对

原作真意的简单忠实，而是对原作所要表达而又不能穷尽的意味的一种参与和阐发。文本的原义与译义之间

的张力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中，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的翻译中。在英译现代中国思想时，译

者还要面对另一种压力，即读者的需求。为了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思想介绍给对非西方传统有偏见的英美哲学

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地译介能够吸引他们的文本。最后，需要警惕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哲学翻译

或哲学阐释的困境有可能被归因为“语言相对主义”，或者说一种“语言决定论”。

关键词：中国哲学；世界性百家争鸣；哲学翻译；翻译哲学

哲学翻译之我见略谈

彭国翔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无论是自己翻译还是组织译丛之类，我一直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余从事一些“英译中”的工作。同
时，偶尔也尝试直接用英文撰写论文。大概因为这一点，承刘梁剑教授的雅意，要我就“哲学翻译”尤其

是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这个议题表达一下看法。

很多年来，在从事“英译中”的工作中，我一直认为，以“信、达、雅”为目标的好的翻译成果，必须具

备三项条件。首先，对于所要翻译的作品的语言，须有足够程度的掌握。其次，对于所要翻译的作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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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涉及的知识领域，须有足够的专业训练。第三，中文的表达和运用，要足够娴熟和雅驯。

第一、第二点不难理解，第三点有略加说明的必要。从事“英译中”的工作，自然预设译者是以中文

为母语的人士。因此，译者的“中文”是否还要有特别的要求？也许并不是经常会被自觉反省的一个问

题。事实上，足够的中文水准，相当必要。由于所译不是简单的日常用语，而是具有相当教育水准的人

士书写的学术作品，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用精确和文雅的书面中文将其表达出来。因此，译者的中文水

平，直接影响翻译作品的可读性与质量。如今，众多西文译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让读者觉得

晦涩甚至不知所云。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当然是由于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不足甚至有误，更多的则是译

者的中文水平欠缺所致。随着简化字与现代汉语的推广，除非经过中国传统人文学的专门训练，即使大

学毕业生，中文一般也无法达到娴熟和雅驯的程度。这种情况下，将外文转换为中文，中文力不从心，产

生别扭甚至不通的中文译文，难以避免。天生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士，未必都有足够的中文书写能力。同

一母语群体中的不同人士，即便是口语，在遣词造句上也立刻会显示出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的差异。

这三个方面，虽然是我在“英译中”过程中的“自家体贴”，但我想它们也同样适应于“中译英”。因

此，一部中文学术作品要想转换为准确的英文，除了掌握中文并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之外，译者相应的

母语水准，也必须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要素。而且，由于现代中国哲学的作品往往不仅涉及传统中国哲学

的人物和概念，同时还涉及许多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人物与观念，这就要求译者对于中西两方面的哲学传

统，都必须要求相当程度的了解。正如不是每一个中国人天然懂得孔孟老庄和程朱陆王一样，天生以英

文为母语的人士，不懂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休谟、康德、黑格尔、怀特海、胡塞尔、詹

姆斯、罗尔斯等等，也是司空见惯。因此，母语人士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文字水平，也是“中译英”能否取

得良好效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任何译者母语文字的水准，与其自身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知识

训练是密切相关的，甚至与其外文的水平也不无关系。因为在阅读外文作品的过程当中，其知识和思维

都会得到扩展和提升。如此一来，其自身母语书写表达的能力，也会随之提升。因此，上述三个方面，在

从事翻译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一句话，在我看来，外文能力、专业知识和母语书写能力这三个方面，是翻译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

障。以下，特别针对哲学翻译尤其是中国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进一步谈谈我的看法。

相对于大量西方哲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哲学的英译大概是不成比例的。尤其是现代中国哲

学经典之作的英译，较之中国古典的英译，更为欠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哲学经典作品的英

译，就是一项迫切而具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现代中国哲学作品的英译，有时会比单纯中国哲学的古典

英译更为困难，因为其中“古典”、“今文”还有西方哲学概念的中译往往融合在一起。有些西方概念在

中文语境中意义已有改变，不再直接是原来词汇的对应。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理解和翻译的困难。当然，

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现代作品，中国哲学的英译目前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历来主张，翻译最理

想的状态应当是作者和译者彼此合作（现实中极少能够做到）。因此，虽然“中译英”一般是英语母语人

士的工作（正如“英译中”是中文母语人士的工作一样），作为英语非母语而从事中国哲学者，还是可以

就中国哲学的“中译英”发表意见。不过，由于思虑未周加之篇幅所限，我只能略赘数语。

英语世界中对于中国哲学作品的翻译，即便从传教士翻译古典算起，迄今也已经有了一段历史。在

此过程中，作为母语人士的西方译者对于翻译的精益求精，自身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反思和成果。例如，

对于以往传教士在翻译中国哲学文献时不免带入一些耶教因素的影响（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ｓ），像安乐哲
（Ｒｏｇｅｒ Ａｍｅｓ）等人在重新翻译时，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反省和调整。至于一些具体的名词和术语，也不断
有学者推陈出新，试图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概念予以尽量精确的把握。对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鉴于

“不可译性”（ｕ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存在，一个中国哲学名词的英译，往往不必能够找到单一的英文词汇，
可以准确地译出其全部的内涵。因此，不同译法的英文词汇之间，不见得是对错和好坏的关系，有时只

是译者自己所侧重的方面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英译中国哲学的名词，就未必是“后出转精”。比

如说，宋明理学中的“理”字，英文中最初较为通行的是“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陈荣捷先生的典范之作 Ａ 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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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中就是这一译法。但是后来，又出现了用“ｐａｔｔｅｒｎ”甚至“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等词汇来
翻译“理”的现象。后者的选择，各自有一定的道理，都是意在揭示以往“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一词所无法或不太能
充分反映的“理”之一字所具有的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译法就错了。另外，如果出于
对“不可译”的担心而否定前人翻译的有效性，一律以汉语拼音的方式来“翻译”中国哲学的概念，也未

必是一个可取的做法。例如，目前有些西方学者鉴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这个词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拉丁化的
译法，不免会让并无儒学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于是弃“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一词不用，而代之以“Ｒｕｉｓｍ”，连带“儒家”也不再用“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而易之为“Ｒｕｉｓｔ”。这样固然可以避免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一词所可能带出的一些不相干的衍义，但是，对于同样毫无儒学知识背景的西方读者，如
果不通过注解或其他方式予以充分的解释，“Ｒｕｉｓｍ”和“Ｒｕｉｓｔ”都毫无意义，反倒不如“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约定俗成，至少可以指示“儒学”和“儒家”的基本内容。而如果注解不可或缺，那么，对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也可以通过注解的方式澄清不必要的误解。总之，在我看来，除非最初是明显的误译，最
好还是遵循“奥卡姆剃刀”（Ｏｃｃａｍｓ Ｒａｚｏｒ）的原则，未必需要另起炉灶。并且，后起的种种新译，往往只
是增加或强调不同的理解层面，并不足以否定前译。在反省和检讨以往中国哲学英译中存在的问题时，

对此须有足够的自觉，如果“为赋新词强说愁”，刻意造作，就难免矫枉过正甚至适得其反了。

此外，英文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语文传统。同一个英文单词，常常也有多意。不同人对于同一

词汇的了解和体会，其深浅也各有差别。如果译者对于英文的掌握不够丰富和细腻，翻译时自然会词不

达意甚至失误。这一点，同样涉及前面所说的译者自身母语水平的重要。这在选择相应的英文词汇来

翻译同一个中国哲学的概念和名词时，自然会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个英文的词汇，对于英语世界不同文

化背景、教育程度的读者来说，其涵义在理解上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中国哲学的概念，英文中很难

有准确对应的专业词汇。基于中英文双方都具有的“创造性的模糊”（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或“建构性的
模糊”（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有时日常的用语，可以同样甚至更好地表达所对应的中国哲学观念的涵
义。在这个意义上，英文译词的选择，就未必以高难的所谓“哲学”词汇为尚。

当然，有时英文词汇的选择和运用，不免带有很强的时代甚至个人的痕迹。比如，在如今女性主义

流行的西方世界，当表达泛指的“人”这一概念时，有些学者就会留意选择不再使用“ｍａｎ”。甚至一些含
有“ｍａｎ”的复合词，如“ｃｈａｉｒｍａｎ”，也会被易之以“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有的学者在表达第三人称单数的“人”
时，还会特意选择“ｓｈｅ”而非“ｈｅ”，或至少用“ｓｈｅ ／ ｈｅ”这样的用法以示自己并非“ｓｅｘｉｓｔ”以及表达的精
确。不过，如果反过来认为用“ｍａｎ”和“ｈｅ”就一定不能指“人”和全称的第三人称单数，一定是“男性至
上主义者”，就未免过敏和褊狭了。因此，当这一类情况出现在“中译英”时，我们只要知道这不免是时

代与个人喜好的特殊性所致即可，不必拘泥。

其实，无论如何斟酌译法以求准确，根本的前提还是对所译中国哲学的观念有尽可能精确与客观的

了解和把握。理解不够精确与客观，有可能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译者中国哲学的背景知识和中文水平

“力不从心”；一是译者囿于自身的价值取向而不愿如实反映中国哲学观念的内涵。第一种情况属于译

者不足胜任译事。第二种情况，则需要译者调整心态，尽可能不为自己的立场左右。例如，《中庸》里面

对于人类“与天地叁”、“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从耶教的立场来看未免僭越，以至于像理雅各（Ｊａｍｅｓ
Ｌｅｇｇｅ）这样的传教士译者为之蹙眉。但是，如果要准确传达《中庸》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这一思想特质，即
视人类与天地并立为“三才”，“神性”是“人性”自我圆满发展的极致，而不是“信仰跳跃”（ｌｅａｐ ｏｆ ｆａｉｔｈ）
之后所到达的异域之光（ｄｉｖ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ｌｍ），那么，“赞天地之化育”的意思就是“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甚至“ｃｏ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ｕｒｉｓｈｍｅｎｔ”。毕竟，对于翻译工作来说，目的是要尽可能准确传达作品自身的
意旨，而非表达译者的立场与看法。

总之，在本文开头所说的三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如果概括性地总结我对于中国哲学“中译英”的

看法，那就是：不必刻意造新词；不必追求用难词；准确理解所译语词和文本的内涵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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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翻译与翻译的哲学

【美】王怀聿

（美国佐治亚学院暨州立大学副教授）

　 　 针对翻译的标准与理想，罗新璋曾拈出中国翻译史上四个重要的概念：案本 求信 神似 化境。①简

单说来，案本与求信强调对原作文字的忠实传达。从东晋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到近代

严复的“信，达，雅”都体现出对忠实原作的追求与执著。这与西方翻译思想中的“等值理论”可兹参照，

不妨视作古今中外翻译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与标准。

神似说由傅雷在 １９５１年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②

如果说信是一个基本标准，不同译家对“信”的对象，也就是对原作的形、意、神所忠实的次第是大不相

同的。由表词达意而传神固然是翻译的最高理想，但考虑到原作与译文所属两个语言体系之间的隔阂，

形、意、神三者在翻译中往往难以兼顾。因此，译者必须对其忠实的对象有所抉择：“以甲国文字传达乙

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③在傅雷看来，传

神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表词达意。因此，“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这种脱胎转世似

的翻译也正是钱锺书所称引的翻译的化境（ｔｒａｎ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
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

出的东西。”④

必须承认，文学翻译的化境在哲学翻译中往往可望而不可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化境甚至是匪夷

所思的。首先，在富于批评精神的哲学家看来，文学家所谓的“神”也许只是一种主观的幻想，其真实性

未必经得起严格的质疑与辩证。比方说，假使有人用“传神”的笔法来翻译一位“无神论”思想家的著

作，那么这样的译作到底应该看作是对原作思想的忠实还是背离呢？当然，文学翻译与哲学翻译有一个

共同的基础，即人类共通的感受与经验。文学着眼于人类经验的艺术再现，哲学则要揭示人类经验的本

质与真相。文学与日常翻译通过不同语言来传达某种共通的体验，以激发情感与认知的共鸣，亦即《礼

记·王制》所谓的“达其志，通其欲”；而哲学翻译则要将一个特定语言系统中的哲学思想传介到另一个

语言系统中，以展示对事物真相的某种不同理解。诚然，我们很难想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大

哲能用古汉语来精确表述其思想的精髓。鸠摩罗什就曾抱怨汉译佛经“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

呕秽也”⑤。海德格尔更将语言的本质视作同时蕴含了思想与存在的一种诗意的表说。既然一国的思

想文化与其语言相辅相成、无法分割，那么作为思想文化核心的哲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无法真正诉诸另一

种语言。因此，如果说文学翻译的理想是“存异而求同”，那么哲学翻译简直可以说是“由同而立异”。

对异域思想的传译，中国历来有两种相对的态度与方法。一则强调对原典真意的维护，一则注重用

本国现有的语汇与思想来涵括消化外来的观念。前者立异，后者求同。前者如唐玄奘所论述的“五种

不翻”，即在梵文涉及神秘意象及一字多义等情况时，只保留梵音而不加翻译。⑥后者如西晋竺法雅等所

用“格义”的方法。简单说来，就是用中国本土的思想与佛经中的概念比配连类，如用“五行”来解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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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第 １—２１页。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 ５５８—５６０页。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 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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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义：《翻译名义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 ５０页。



度“四大”的观念。①显然，哲学翻译的难点正是如何在求同与立异之间有所权衡折中。梁启超在评论佛

典翻译时就曾指出译书二弊：“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②平心而论，既然翻译的进

路无外乎求同与立异两种，梁氏所举的二弊似乎很难同时避免。事实上，翻译者采取何种方法与进路，

与其读者对外来文化与思维模式的理解与认同水平是分不开的。翻译者就好比两种思想文化沟通的媒

人，不但要深知被译的文字与思想，还要熟悉译文读者的习惯思维与感受。《说文》训“媒”为“谋”，段

注：“虑难曰谋。”并引《周礼·地官·司徒》郑注曰：“媒之言谋也。谋合异类使和成者。”③的确，翻译的

成功有赖于译者的精心谋划，以在两种语言思想的间隔中建立某种沟通的媒质。在此意义上，译者不可

能也不需要是一个绝对中立的传递者。哲学翻译的标准与理想也不必是对原作“真意”的刻板复制。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哲学翻译的标准呢？有必要对翻译作为媒介的特性有更深的探讨。

《说文》对“礭”字的训诂对我们理解翻译的媒介作用不无启发：“礭，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

之，名曰礭，读若"。”《康熙字典》引徐锴注：“译者，传四夷及鸟兽之语。礭者，诱禽鸟也，即今鸟媒也。”
也就是说，作为鸟媒的“礭”与作为传播媒介的“译”作用相类：前者通过假鸟来诱捕真鸟，后者则通过转

化的语言来诱使四夷归化。而鸟媒与真鸟，译文与原文之间又存在着同样的区别。这种差别就是“礭”

字另一层“"”的含义。依照钱锺书的考释，古文“"”“讹”“化”和“礭”是同一个字。④不过，这里的
“化”应该不是钱锺书所指的“化境”，而是指礼乐的教化，亦即《礼记·学记》所说的“化民成俗”（《说

文》：“化，教行也”）。这里，我们不妨参考一下《玉篇》对“"”的训释：“伪也，化也，动也。”其实，伪有正
反两层意义。翻译的伪，不光是一种讹误与偏差，又是一种人为的动作与教化，可以与荀子《性恶》篇所

说的“善者，伪也”的“伪”相参照。《说文》段注就以“为”与“伪”相通：“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

之伪。”又如《周礼·夏官》：“辨秩南伪。”《尚书·尧典》作：“平秩南讹。”孔安国传：“讹，化也。掌夏之

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⑤“讹”与“伪”字都兼有“译”与“化”二义。南讹既指南方民族的教化，又兼指这

种教化所必须使用的由于翻译而带有讹误的语文。这正体现了翻译中的礭或"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意
义的错失；另一方面是缘于这种错失而为礼乐化育以及天下和同所创造的一个机缘。

如果翻译是一门艺术，那么翻译中意义的错讹倒不妨看作一种艺术上的造作。就像媒婆要促成一

段好的姻缘，往往免不了要将一方的特点依照对方的好恶有所夸张与掩饰。如果男女双方能心有灵犀，

一见钟情，这样的纹饰固然是画蛇添足。只是这样天成的姻缘实在是太少了。艺术夸张之所以有用武

之地，实在是由于人性的好恶本来难以客观公正，而使平实的传达难以奏效。当然，艺术的夸张也必须

有一定的度。如果媒人将对象的特点肆意夸饰，而使想象与现实反差过度，那反而会弄巧成拙。可以

说，艺术家创作与表现的最高境界正是一种不露雕琢痕迹的化境：好像一应自然，天衣无缝。

不过，与钱锺书和傅雷所称引的文学翻译的化境相比，哲学翻译的化境大概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国

的哲学思想在另一种语言中的重写。作为两种不同文化思想交流互动的诱因，哲学翻译中的意义错失

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情有可原，有时甚至不无必要。沃特·本杰明就将译作比作原作来世的载体，而翻译

中的意义转化与错位正是其新生的一种表现。⑥作为一种艺术的再现，翻译的化境是作品的生命在他国

语文中的一种延续。其实，翻译中意义的错失，也体现了语言表达甚至思维本身的一种特性。这正是

《系辞》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海德格尔更由此将所有语言与思想活动都看作一种翻译。⑦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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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２８４页。
梁启超：《论译书》，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 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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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文化。

我们在推崇翻译的文化使命的同时，也不必对翻译的功效过于苛求。翻译的成功与否不但取决于

译者的努力，还有赖于种种历史与文化的契机，亦即一国的读者对本国与外来思想文化的态度，认识与

体证等等。总之，如果翻译是一国的文化思想生命在另一国语文中的延续，那么翻译的标准与理想就不

只是对原作真意的简单忠实，而是对原作所要表达而又不能穷尽的意味的一种参与和阐发。而这种参

与和阐发正可以是不同语言与文化视域的开拓与融合的一种体现。必须承认，如何在求同与存异，忠信

与夸张，自然与造作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不但取决于翻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的理解与体认的程

度，又有赖于其自身的哲学修养与功夫境界。因此，翻译的工作一方面有一定的章法可循，而另一方面

又没有绝对的规律与准则。实在是法无定法，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哲学翻译与汉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

韩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过去几年，我曾致力于考察儒家经典（特别是《孟子》）在欧美的传播，从早期的耶稣会士到当下的学
院派汉学家，有过一个长时段的通览。在这个过程中，也做过一些篇章翻译。从哲学的角度讨论翻译问

题，或者说讨论哲学著作的翻译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译介学这一层面，重复那些“可译”、“不可译”或者

“归化”、“异化”的老问题。当“翻译”成为一个哲学问题，特别是，当不少学人或明或暗地强调中、西哲学

语汇之间的对译之难在于中、西语言（即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的根本差异之际，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基础的

语境，即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在这种语境中，哲学翻译或哲学阐释的困境就可能被归因为“语言相对主

义”，或者说一种“语言决定论”。我想结合欧美汉学家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讨论和辨析。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可追溯到弗雷格 １８８４ 年出版的《算术基础》（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ｋ）一书，分析哲学学派中的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延续了重视语言分析的传统。在人文领域中，
对“语言学转向”发挥实质影响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以及后来包括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法系

哲学家在内的后结构主义思潮。罗蒂 １９６７ 年出版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助推了“语言
学转向”这一术语的风行。

大约从 ２０世纪下半叶开始，受到西方哲学界“语言学转向”大趋势以及人文学界“萨丕尔－沃尔夫假
说”的深刻影响，有些身处欧美的西方汉学家们在解读早期中国哲学文献时，从古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出发，

追索古汉语与中国思想表达之间的深层关联。由此，西方汉学研究中也兴起了一种“语言学转向”。从地

域上看，西方汉学的“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英美和法国的汉学研究成果中。像葛瑞汉、陈汉生、安乐哲、

谢和耐、朱利安就是汉学家中非常关注语言因素的代表性人物。

以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在其 １９８２ 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与基督教：冲击与回应》中，他就依据
尼采和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对语言与思想关系的揭示，从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差异出发
来讨论中、西思想的根本差异。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拒绝设想一种完全独立于现象世界的永恒真理范

畴”，“拒绝划清理性与感知的界限”，之所以如此，则与汉语的“语言特质”有着密切关系。汉语“没有通

过形态学系统区分的语法范畴”，亦即，名词没有性、数、格，动词没有变位（时态、语态）等屈折变化；而

且，“汉语中没有标示存在（ｂｅｉｎｇ）的字眼，没有可用来传递存在或本质（ｅｓｓｅｎｃｅ）概念的东西”。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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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非屈折变化语言，“意义生自词语的组织方式”，这导致“中国人的相反相成和相辅相成概念”，这

与西方哲学传统依靠的“被认为是一般概念的范畴和关注稳定性的抽象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①

谢和耐相信，语言提供了头脑认识事物所具特性的基本结构，语言的特殊性对人的推理起着潜移默

化的作用，支持了一定的思维定势。在欧洲，“本质与偶然的对立”是具有根本性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正

是依据这种逻辑来证明精神的绝对自主性和理性灵魂的存在，但是，说汉语的中国人怎么能理解“这种

对本质概念的发挥和柏拉图式的概念”呢？总之，汉语与欧洲语言的根本差异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

传教事业不成功的深层原因。

实际上，谢和耐对汉语性质的阐述并没有超出之前西方汉学家的认识水平，而且也不是第一位从汉

语语言特点来“透视”中国人思想、思维方式的西方汉学家。举个例子，早在 １８２６ 年，德国语言学家洪
堡特就依据汉学家雷慕沙（Ｊｅａｎ Ｐｉｅｒｒｅ Ａｂｅｌ Ｒéｍｕｓａｔ）的《汉文启蒙》（?ｌéｍｅｎｓ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ｍｍａｉ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１８２２）一书，撰写了《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致阿贝尔·雷慕沙先生
的信）》两篇文章，主张“语言左右思想”，认为“汉语的风格以其令人惊诧的效果束缚了形式表达的发

展”，而“在那些结构对立于汉语的语言里，思想获得了更多更细腻的处理”。②在汉语学界，接受过现代

学术教育的张东荪 １９４７年发表了《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一文，从“比较”而非“比附”的角度
指出：“中国言语上没有语尾变化，以致主语与谓语不能十分分别，这件事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以我所见可举出四点：第一点是因为主语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的观念；第二点是因为主

语不分明，遂致谓语亦不成立；第三点是因没有语尾，遂致没有 ｔｅｎｓｅ与 ｍｏｏｄ等语格；第四点是因此遂没
有逻辑上的‘辞句’（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③可以说，在致思方向上谢和耐跟洪堡特、张东荪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谢和耐、洪堡特、张东荪，像陈汉生 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朱利安 １９８９年出
版的《过程或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尤其是第十一章《过程的语言表现》），都或多或少是从语言决

定论角度来立论的。郝大维、安乐哲、罗思文等汉学家虽然没有明确从语言决定论出发来讨论问题，实

际上却分享了谢和耐、陈汉生、朱利安的很多推论和结论。比如说，众所周知，安乐哲反对以“ｈｕｍａｎ ｎａ
ｔｕｒｅ”来对译《孟子》中的“性”，即是一个显例。安乐哲等人在汉学研究领域发言，往往由中、西对应概念
在语义上的差异出发，强调二者的无法沟通性质，本着“让文本自己说话”的诠释原则，重新提供一套解

读方案，并突出中国式观念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某些业已陈腐观念可以发挥治弊纠偏的替代性作用。

也就是说，相比于之前的赫尔德、洪堡特、张东荪们，安乐哲等后起之秀认为，一开始就没有西方形而上

学的语言学负担，这是汉语思想之幸，而非其缺陷。

总体上看，这一研究进路固然非常有启发性，然而也问题重重。即便在西方，谢和耐、陈汉生、朱利

安、安乐哲等人的解读方案也是存在巨大争议的。以谢和耐为例，他后来意识到，在语言和思维之间简

单地建立直接关联是行不通的。所以，在 ２０１２年圣言会出版社重版的《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他就删
除了对汉语的某些硬性判断。不过，我们恰恰应该重视谢和耐之前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成因。

在我有限的涉猎中，德国波鸿大学的罗哲海（Ｈｅｉｎｅｒ Ｒｏｅｔｚ）是对欧美汉学“语言决定论”作派批评最
为深入的一位西方汉学家。在《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１９９２）等论著中，罗哲海把陈汉生、安乐哲、朱利
安等人的观点跟之前佛尔克（Ａｌｆｒｅｄ Ｆｏｒｋｅ）、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劳曼（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Ｌｏｈｍａｎｎ）、孟旦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Ｍｕｎｒｏ）等哲学家、汉学家的工作关联起来，将他们划入同一思想阵营。其共同特点是倾向于
以语言研究为进路来探讨某个国家 ／民族的伦理学，处于这种研究倾向背后的是“一种经由语言学主
义、道德相对主义以及具体情境论所混杂而成的风潮”。在罗哲海看来，依循这种研究路径而得出的研

究结论是非常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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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于硕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２８８—３００页。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编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１２１页。
宋继杰主编：《Ｂｅｉｎｇ与西方哲学传统》，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４６１页。



（１）语言学方法趋向于把问题简化。它忽视了引发伦理学争论之社会实际冲突和危机的潜在能
力。语言学主义者过于注重语言的差异，致使他们对于问题的相似之处产生盲点。

（２）语言学方法可能会导致相当武断的结论。例如，用中文构句的相对凝滞性来论证秩序取向的
存在，一点儿也不比用中文构句的相对松散性来论证个人主义的存在来得高明。

（３）语言相对论者建立起这样的等式：既定句法为主＝偏重秩序；缺乏主词＝集体主义；物质名词代替
可数名词＝僵化代替个性化；缺乏词形变化＝缺乏反思。这种推论方式混淆了不同的领域，是非常拙劣的。

（４）语言学主义者把社会成员所使用的相同母语吹捧为形成其世界观的决定性因素，其重点在于
同质性，而非差异性，这样就忽视了意见分歧、多元思考，以及或进或退的步调不一等问题。

（５）语言学主义最终可能会导致近乎种族主义的偏见，或者相对主义，这样中国伦理学只会受到有
限的关注，成为一种可以用来跟其他伦理学体系恣意进行对照的提纲，而放弃了伦理的基本直觉。

罗哲海的以上质疑，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洞见的。特别是，在今日相对主义盛行学界的大环境中，罗

哲海揭示出的普遍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伦理学关注，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强调哲学文本译事之难，并不必然导致某种语言相对主义（或语言决定论），然而，后者却往往以一

种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深刻的理由“收编”前者。因此，今天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翻译问题，我觉得我们

似乎也应该首先在译事之难与各种版本的“语言相对主义”、“语言决定论”之间进行必要的剥离。只有

在“哲学”前提下廓清了所讨论问题的界限，我们才能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收获“历史”层面的丰硕成果。

现代中国哲学英译中的作者与读者


【英】林安迪（Ａｎｄｒｅｗ Ｌａｍｂｅｒｔ）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史坦顿岛学院副教授）

　 　 作者或其文本所要表达的原义，与译文面向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读者发言的需求，这两者之间
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有某种张力，译义往往脱离了原义。从理论上说，完美的翻译应该满足一切诸如此类的

要求；但实际上，译者必须在其间挣扎，以其最佳判断力来平衡这些不同的要求。译者愈是渴望传达一种创生

和解释着作者及其文本的陌生世界观或文化，他就愈有远离其读者的危险，然而，如果做出来的翻译与读者之

间有着遥远的距离，那么这样的翻译就是没有意义的，毕竟让读者理解才是做翻译的最根本原则。

这个争议已是老调重弹。斯皮瓦克（Ｇａｙａｔｒｉ Ｓｐｉｖａｋ）已指出要“服从”于文本及其作者的世界。倘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会导致文本的翻译虽然“整全”，即能够达到语法上的准确，但却失之对文本原义的

独到把握。不过，还有学者认为，读者才是翻译的焦点。而根据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比如巴特（Ｂａｒ
ｔｈｅｓ），作者的原意是“死的”，所有翻译都是对文本的诠释，而且每一个文本都在其特定的读者那里得到
重塑。文本的原义与译义之间的张力同样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中，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著

作的翻译中。在西方哲学学界对中国哲学文本的接受中，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即要求“让文本为其自身

说话”。早期的翻译，尤其是经典文本的翻译，被打上了外来概念框架（比如基督教）的烙印。作为回

应，这一要求给扎根于古代中国而塑造文本的文化预设和哲学假设提供了充分的表达空间。

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解决给中国古典文本强加不适应的概念框架这个问题，而是要表达译者的

另一个压力，即读者的需求。这一点在翻译现代中国思想时特别突出，它能够与作者或其文本所要表达

的原义相抗衡。本文中的很多思考是我在翻译李泽厚作品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里，读者的要求才是尤

其重要的。现当代中国哲学著作的英译，昭示着将当代汉语思想家介绍给西方哲学家的特殊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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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了。这个过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体制之下，这两者同时影响着翻译事业。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些著作的特点往往在于重估中国传统，以从理论上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因此，它

们不必都是对传统观念的传播，而是要么基于对概念化框架的建构，要么基于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批评，

比如，一些像胡适这样的思想家就力图打破中国传统，而诸如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却又试图把儒家传统

与西方的社会与个人观念融合起来。这里虽然不乏对中国传统思想、或者说对儒家文化和世界观的理

解与传播，但却并非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主题。

另一方面，这些翻译所面临是大学和院系的体制环境，以及一种至少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哲学院系中

盛行的漠视非西方传统的风气。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将这些非西方的传统带入西方人的视

野，中国哲学的地位有所变化。美国和英国的哲学系对待这些传统的普遍态度就是质疑这些作品的哲

学性，如果它们不具备哲学性，那么至少在哲学专业的话语背景下，它们会被英美哲学家们忽视。对此，

有一种老生常谈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的文本讲述的是智慧而非哲学———这些充满洞见的箴言虽然缺

乏哲学所要求的论证结构与严格性，但却能够指引人生活得更好。

除了纯粹的文化偏见或对异质文本及其论述方式的不适应之外，还有一个理由使得一些哲学家采

取这种质疑态度。作为某个哲学分支（比如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权威专家，他在追求其领域内的一种

综合知识及其重要的争辩与论证；然而，只要迄今为止有一个曾被他忽视的传统及其文本关涉到这个领

域，而且只要有学者对此有所了解，那么，他的权威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想要维系他的权威，就要求他有

其他重要的学术成就，甚至要求他学会一门新的语言；但他却并没有时间或者意向来接受这种挑战。因

此，妄称要漠视这些传统及其文本，或者认为它们不能被视为哲学，其实都有某种逻辑在里头。这不仅

仅是外来传统在许多英美哲学系遭受冷遇的原因，同时也与现当代中国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密切相关。

为了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思想介绍给对非西方传统有偏见的英美哲学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地译介能

够吸引他们的文本。当这些哲学家意识到中国传统与他们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有关的时候，中国思想自

然会受到他们的关注，这些文本中的思想、洞见和论证就会进入与英美哲学诸流派的对话之中，从而丰

富英美哲学系现有的研究，尤其是在伦理学、美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研究。

这个目标为中国思想的西译建构了一个翻译理想。如果有着分析头脑的哲学家要对这些文本中具

有哲学性的、发人深思的想法作出回应，那么，译著的语言就必须充分地揭示它们与英美哲学现有的术

语和对话之间的关联。

这些翻译为什么需要和英美哲学系建立关系？①其理由非常务实。这些哲学系是欧美国家的哲学

研究中心和哲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机构，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中国哲学就很难成为欧美国家哲学教研

工作的核心部分。这就是中国思想的西译应该遵循读者优先———而不是原著的作者和文本所处的社会

历史背景优先———的理由。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显然是一个为了确保有更多的中国哲学读者

而施行的政治策略。这种局面在将来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对翻译的要求也会随之而变。不过，目前的翻

译仍然应该以展示中国哲学文本与西方哲学流派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从而提高中国思想家及其文

本在英美哲学系中的地位。

这项翻译工作的理想具有指导意义，它为在中国文本与英美哲学界的哲学家们之间创造理智的

交锋提出了一些特别的任务和建议。首先是要了解英美哲学界当前的术语和研究。译者要有这样

一种意识，即他的翻译所用的单词或短语既要把握到原术语的含义，又要暗示读者将这些术语跟他

们所熟悉的思想和论证联系起来。第二个建议产生于原著的读者和译著的读者之间的不对等性。

就现代中国思想的原创性著作而言，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对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通常都比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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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翻译为什么不是为了其他学科而做的，比如文学或者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文本的作者想要做

什么。对于李泽厚而言，他试图让马克思、康德的思想在与儒家传统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他的写作素材有着明显的哲学性，尤其

值得研究康德的学者们关注。



相较而言，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胜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本的了解。作为回应，以作者为

中心的路径试图提供尽可能多的背景信息介绍，需要（译者）用脚注、术语表或前言来解释有关的历

史、文化和文学背景。但是在本文所论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优先者并不是作者的原义。翻译的

焦点并不在于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而是要让文本对跨文化领域的哲学对话有

所贡献（实际上，尽管这里并不强调中西方概念使用的差异，但文化历史背景知识的介绍在某种意义

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脚注和术语表的目的并不相同，脚注的目的是要揭示中国思想和当代

英美哲学辩论和研究之间的关联。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防止原文本与英美哲学系的现有研究之间概念性、创新性的关联被遮蔽。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对原著中的大段的引文做译注，同时减少只是在修辞上强化而非解释

或澄清作者的观点与洞见的那些历史或文化隐喻，甚至省略一些无法跨越其文化鸿沟的内容———对

于这些，中国读者一目了然，但西方读者却是一头雾水。以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为例，出于政治上的权衡，该书原文中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意识形态，而这些内容在英译

本中是被删掉的。

与这一翻译策略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新词的处理。译者通常并不倾向于以一一对译的方式来翻

译新词，一旦这样做就会不必要地使读者疏离了文本。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新词在表达的过程中建构着

新的哲学形态，而这种哲学形态想要由此打破旧有的理论框架与思想。显然，这里需要进行判断，这种

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一个新词究竟是真的引入了新思想，抑或仅仅是对某种思想的简称，而这种

思想可以用不那么技术化的词或短语来直接呈现给英美哲学家。比如，在李泽厚作品的翻译中，对于

“情本体”一词的翻译争议颇多。“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是其中的一种翻译，也是一个新词，但是对于一
个沉浸于西方传统中的专业哲学家来说，这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词。这里没必要用术语表来做澄清，因

为这个术语是用两个从西方哲学中取出的旧词合并而成的，而这两个词显然并不能很好地搭配———情

感何以可能被视作实体？所以，不能任这样的新词出现在原文中，而是要求对之进行哲学的辩护，而且

这种论辩所要求的深度非译者的脚注做能满足。也许，更好的做法其实是避开新词，而去寻求一种能够

抓住原术语之内涵的方法，这能够避免英美哲学家对文本感到困惑与疏离，并把中国的文本与西方现有

的学术讨论连接起来。因此，诸如“情本体”这样的新词，可以用一个长短语来翻译，比如译作“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ｓｉｃ”。这个翻译既直接又清楚地把李泽厚的作品引入了当前英美哲学界的
学术视野。

尤其是在李泽厚作品的翻译中，还有一个要避免英文新词的理由。李泽厚的作品具有粗线条、暗示

性的特点，是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康德思想架构的原创性融合。他提出了大量发人深思的论断和想

法，比如他的“乐感文化”（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ｆｅｅｌｉｎｇ）概念。但是，正如他在《中国古代思
想史论》的手稿中所坦言的那样，由于担当着如此巨大而又雄心勃勃的融合工程，同时也出于他的个人

风格，他常常更喜欢做大纲式的叙述，而不是对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具体问题展开详尽的探讨。所以，他

暗示他的读者应当超出其文本的界限，进一步发展这项工程。

然而，缺乏对个性化术语的背景性解释与深度分析，反而为这些术语增添了被理解的负担，故而尽

可能地让英语世界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读者———进入这些术语，这是非常

重要的。用一个长短语、或者用一系列从文本中找出的恰当的术语来为简洁的中文术语“解压”，对于

把李泽厚的创造性思想与当前哲学界内的讨论结合起来，是很有帮助的。这也许能够更有效地激起专

业哲学家的兴趣，并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思想的文本何以可能丰富现有的西方语境下的学术讨论。

再次申明，本文所讲的这条进路并不适合所有的翻译，而仅仅适用于对处在特定历史和政治关头上

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英译，对此，这条翻译进路有其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付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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